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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识别与界定是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法院受

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先决问题，是公益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问题，涉及到诉讼法和实体法诸多方

面。从我国立法和实践来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总的方向是不断地扩大，但是，现有立法的规

定与其说是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倒不如说是公益诉讼案件领域。然而，无论从立法还是

司法层面分析，现有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还是过于狭窄，而且，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社会

组织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统一。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在扩大与限缩之间摇摆。这些问题严

重束缚了公益诉讼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为了便于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更加有效开展公益诉

讼，非常有必要及时反思我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现有局限，分析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理

由，探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拓展的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立法模式，发现列举肯定加“等”外概

括的立法模式不合理，应当采取概括肯定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首先通过原

则性概括方式对案件范围作出一般性规定，然后以否定方式将不予受理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列

举，对于不予受理的具体事项不得以等外的形式任意扩大解释，只要不在不予受理的具体列举

的其他公益案件，就当然属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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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界对行政诉讼案件范围已经有较多较

深入的研究，但是，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研

究成果不多且较为肤浅；而且，传统行政诉讼案

件范围的研究成果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研究

不具有当然的可解释性，这是由行政诉讼与公

益诉讼不同的目的和性质所决定的。已有的研

究公益诉讼的理论成果中有些提及到了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问题，但论述非常简略且观点不一。

虽然大多主张扩大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但是对

于应当如何扩大以及扩大到多大范围，尚未达

成共识。[1-3]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体会议通

过决定，在该决定第四部分中提到“拓展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这说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属于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国属

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依法裁判案件，对于案件

的类型必须要有明确的类型，检察院和法院才

能立案，才能进入司法程序。但是，我国现行公

益诉讼范围明显过窄，检察官和法官又不能对

“等”外案件作扩大解释，这就造成了现实中

很多本应当属于公益诉讼案件，由于没有法律

的明确规定，而无法进入司法裁判的场域。“拓

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论题中暗含的内容非

常丰富：第一，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受到特定历

史条件制约的；第二，已有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

过于狭窄的；第三，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可以不

断拓展的；第四，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需要进一步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为什么需要拓展？如

何予以拓展？到底拓展到哪些范围为合理？等

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我们有必

要深入地探讨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确定因素和

确定方法，从而合理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和

充分有效发挥公益诉讼的价值功能。

一、我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
现有局限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与原告资格问题，可以

说是公益诉 讼的两个核心问题。学界 早 期主

要集中在原告资格的研究，现在的重点应当转

移到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问题。自从2012年修改

《民事诉讼法》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以来，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的界定在立法上多有体现，而且

有些变化和不定型，表明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

决。《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污染环境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和“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两种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2013年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为消

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2014年修改的《环境

保护法》规定“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

公共利益的行为”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

范围。2014年12月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

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的行为”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4条维持了

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

自从2015年检察机关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

诉讼试点工作以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所扩

大，而且主要以“领域”方式来表达，主要集中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但是在

不同性质的公益诉讼方面，案件范围是有差异

的。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还是基本维持2012

年《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但是，案件范围既

有扩大，也有缩小。从“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

益的行为”扩大到“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益的

行为”，将“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社

会公益的行为”仅局限于“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在行政公益诉讼方面，主要就“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三个领域中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三类案件起诉。看上

去案件领域增加了“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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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但是这三个带有

“国”字号的领域，其实是基于国家所有权纠

纷而引发的案件，与其说是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倒还不如说是特殊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2017年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结

束以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修改《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行政公

益诉讼案件范围。其内容与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试点办法的规定完全一致，充分表明了对检察

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肯定。

表1    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表述
序
号

立法时间 文本与条款 制定机关 案件范围的表达

1
2012年

8月31日
《民事诉讼法》第55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

“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2
2013年

10月25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7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2014年

4月24日
《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全国人大常委会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

4
2014年

12月8日

《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最高院审委会
已经损害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益重大风险的“污

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

5
2014年

12月18日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284条

最高院审委会
“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6
2015年

12月16日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

法》第1条、第28条

最高检检委会

履行职责中发现的“污染环境”“食品药品安全”领

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履

行职责中发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行

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益

受到侵害的行为

7
2016年

2月1日

《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1条

最高院审委会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

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

8
2016年

2月22日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

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

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1

条、第11条

最高院审委会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在“食品药品安全”

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

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或者

法律授权的组织违法行使职权或不履行法定职责造成

国家和社会公益受到侵害的行为

9
2017年

6月27日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的决定》《民事诉讼法》

第55条第2款、《行政诉讼

法》第25条第4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

履行职责中发现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益的

行为；履行职责中发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

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益受到侵害的行为

10
2018年

2月11日、23日

《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13条、第21条

最高院审委会

最高检检委会

履行职责中发现的“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益的

行为；履行职责中发现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

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

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

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益受到侵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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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

发布《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也做出了同样

的规定。

为了直观起见，笔者按照时间先后，就立法

与司法解释上对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表述，以

表格的形式排列出来，让大家分析起来更加一

目了然，从而更加清晰的了解到我国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的发展脉络和现有局限（见表1）。

从以上立法表述，笔者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总的方向是在不断扩

大。就案件保护的法益来看，从保护社会公共

利益拓展到保护国家利益。就案件领域来看，

从“污染环境”扩大到“破坏生态”，从两领域

（生态环境保护、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扩大到三领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

产保护、国有土 地使 用权 出让）再 扩大 到四

领域（在原基础上增加食品药品安全），再以

“等”为兜底。第二，现有立法的规定与其说

是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倒不如说是公益

诉讼案件领域。不同的领域里面实际上存在很

多具体的案件类型，但是对这些类型，单靠诉

讼法是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结合实体法，特

别是单行法才能解决。第三，没有界定“国家

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内涵，也许这也

是诉讼法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但是，从立法

技术角度来看，没有案件范围的立法规定不符

合司法规律与司法要求，为什么这些立法都不

对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或者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呢? 这显然与“公共利益”内在含义的复杂性、

多重性以及不确定性具有直接关系。第四，肯

定列举非常不完整，排除列举缺乏，肯定列举

+概括的表达方式不合理。第五，检察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与社会组织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不

统一。《民事诉讼法》第55条第1款和第2款对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规定出入很大，既有扩大

也有限缩，第2款相对于第1款扩大了破坏生态

和资源保护的案件范围，但是限缩了消费公益

诉讼的案件范围，仅限于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这说明，检察机关并非对所有消费公益违法行

为拥有起诉权，而仅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

的消费公益违法行为拥有起诉权。第六，消费

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在扩大与限缩之间摇摆。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

围受制于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

权益，二是达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二者

缺一不可；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侵害

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作为公益诉讼案

件受理。众多就是数量多，与消费者是否特定

无关。[4]这就取消了以损害社会公益为前提，过

于扩大了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他们认为，

只要被侵害合法权益的消费者人数“众多”（如

达到200人以上），即应纳入消费公益诉讼的适

用范围，这种观点导致了和代表人诉讼制度的

混同。笔者认为，在把握消费公益诉讼的案件

范围时，还是要严格遵守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不

能机械坚持人数众多的标准。社会公共利益标

准强调受害主体的不特定性，如果是特定的消

费者，即使人数众多，也不属于公益诉讼保护范

围，而是私益诉讼的保护范畴，充其量这种诉讼

属于代表人诉讼而已。至于限缩，主要表现在，

检察机关只能提起在履职过程中发现的涉及食

品药品安全方面的消费公益诉讼案件，至于其

他领域，如生产资料、交通工具、电器产品、自

住商品房和服务等领域发生的消费公益诉讼案

件，检察机关则无权起诉，这就严重限制了检

察公益诉讼作用的发挥。

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得知2012

年1月到2020年3月全国公益诉讼案件共计8111

件，具体包括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执行等公益诉讼案件，其

中，生态环境保护类3926件，占48.40％，消费者

权益保护类2172件，占26.78％，国有财产保护

类741件，占9.14％，国有土地使用权类703件，占

8.67％，英烈保护类27件，占0.33％，其他类公益

诉讼案件542件，占6.68％，这其中一部分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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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案件，还有一部分为赔偿案件（见表2）。这说

明，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依然局限于立法明确确

立的5个领域，而且以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案

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案件为主，其他

领域基本上没有予以拓展。

表2    2012年1月到2020年3月我国公益诉讼
案件主要类型、数量与占比

案件类型 案件数量 占比
生态环境 3926 48.40%

消费者权益 2172 26.78%
国有资产 741 9.14%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703 8.67%
英烈保护 27 0.33%

其他 542 6.68%

二、拓展我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的理由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在美国、英国、日本、印

度、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出现

了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主要涉及生态环境保

护、食品药品安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与性别

歧视以及公民基本权利等各领域，[5]对我国公

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拓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有学者早就意识到，由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

不成熟，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市场经济秩序不

健全，行政垄断非常典型，生态环境破坏现象

层出不穷，城市规划混乱，社会福利公益案件频

发等等情况的出现，必然导致公益违法事件或

者案件的增多。但是，实际上这些带有明显公

益性的事件或者案件不可能都纳入到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6]这种判断在当时也许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因为那时我国没有确立公益诉讼制度，这

些明显带有公益性的事件或者案件无法找到对

接的司法程序。但是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还停留

在那个时代的观念里，是不合时宜的。当然我

们有必要说明这些明显带有公益性的事件或者

案件纳入和不纳入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理由。

有学者建议，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

立法经验，先在选举、环保、国有资产保护、垄

断行为、不正当竞争等矛盾比较突出的领域中

开展公益诉讼。[7]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最根本

的区别在于，前者关注公益的司法救济，不允许

将私益争议转化为公益诉讼，除非个人利益包

含在公共利益范围内。[8]有学者认为，婚姻、收

养、禁治产等案件事涉公序良俗，且绝大部分

都存在现实的私权主体，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

不宜过度干涉社会公众的私生活。笔者也赞同

这种观点，但是，理由是什么？语焉不详。笔者

认为，贫困、种族歧视、妇女堕胎、禁治产、英

烈保护、违反亲属法以及弱势人群保护等，虽

然在国外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但是在我国不

典型，所以，至少现阶段不应当是公益诉讼关

注的重点。《英烈保护法》和司法实践试图将

英烈保护规定为第五类或者第五领域的公益

诉讼案件，是在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方面做

出的努力。但是，笔者认为，英烈保护属于公益

诉讼案件其实还是有些勉强，因为英烈毕竟也

是特定的个体，其利益是特定的，至于保护英

烈是为了保护人民对英烈的敬佩之情，其实已

经是一种间接折射的利益，并不是英烈利益本

身。在理论界，普遍认为要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但是对于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理由，

认识还不深刻。在确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时，

微观而言，应当考虑诉讼的目的、原告的诉权、

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诉讼客体即被诉行为的种

类、检察官和法官在办理案件时的能力等；宏

观而言，应当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水平、法治建设步伐，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

理边界等诸多因素，将当前典型的公益受损案

件类型化后规定在相关的法律之中，有效指导

检察院和法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第一，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解决

实践中公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问题。在司法实践

中，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仍然囿于法律列举情

形，集中于生态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国

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方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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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现实生活中，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案件所涉及的领域很广，比如，规划、公共

建设投资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等领域的公

益违法案件，理论上都应当纳入公益诉讼的案

件范围。以今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这

次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

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泛以及防

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甚至世界性重大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9]世界卫生组织（WHO）

总干事谭德 塞2 0 2 0 年1月3 0日宣布中国新冠

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同时，他称赞，中国采取了超常规

有力措 施，中国在很多方面为应对疫情提 供

了榜样。[10]但是，个别地方，在一定时间内依

然发生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生产、销售伪

劣防护用品，故意编造疫情谣言，抗拒隔离，

野生动物市场“洗白”（名为养殖狩猎实为贩

卖）等现象。这些都是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所以，笔者前不久在《检察日报》发文专门探

讨 拓 展 野生动 物 保 护 检 察 公益 诉 讼案件 范

围。[11]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 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的决定。2 0 2 0 年 初，最高检察院明确

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

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 讼。这是拓展公益诉 讼

案件范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

第二，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有效

监督行政权的合理行使。行政权的强化是一把

双刃剑，是一种最容易被滥用的权力。行政管理

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行政权的不当行使，不仅

给直接利害关系相对人造成损害，而且会给不特

定多数人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造成损害，

而且后者越来越普遍和隐蔽。所以，很多法律明

确规定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

职责和法律责任，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追责机

制，公益诉讼就是其中有效的机制之一。公益诉

讼的案件范围直接影响到社会组织的诉权、检

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和法院的司法裁判权的行

使范围以及通过司法救济公益的广度和深度。以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与2003年SARS防控最

大不同的特点是，在一开始就强调依法防控。从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有效发力，为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12]这些法治保障

措施主要包括：强制隔离、强制戴口罩、禁止或

者限制集会、停产、停业等。应急状态下的治理，

不同于常规状态，政府必须采取特殊应对措施

而适当克减部分私人权利，以维护社会公共利

益。所以，必须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合理平衡

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关系。[13]在疫情防控

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

象。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行政行为，有必要

发挥公益诉讼的作用。在这些有效制度的保障

下，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这其中，法治特别是公益诉讼制度发挥了不可磨

灭的作用。[11]

第三，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利于提升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运动式

治理现象在中国国家运行中相对突出，引起了

学者和媒介的广泛注意和讨论。在当代社会，

运动型治理机制本身面临深刻危机，有偏离

法治轨道的嫌疑和迹象。首先，运动型治理机

制引发了一系列危机，使得常规与运动作为双

重治理机制的边界越 来越 模糊不清，严重限

制了组织效率。其次，运动型治理机制与法理

权威形成紧张摩擦碰撞。[14]建立法治国家是

执政党多年来提出的目标和制度建设方向。

公益诉讼是避免和减少运动式治理现象的有

效方式，确保 政 府在法治的轨道上管理国家

和社会。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是 公益诉 讼的先

决问题，是制度设计的初始条件和基础，是公

益诉讼进程得以顺利有序进行的前提条件，能

够为公益诉讼提供明确指引，促使其整合有限

办案资源，有针对性地提起诉讼，使程序具有

可操作性。应对疫情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的一次大考，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所造成的影

响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无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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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利益，还是“质”的利益去衡量，都应

将其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积

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

讼，体现了公益诉讼在应对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中的探索。但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并非只有

疫情，疫情也并非只有野生动物可以造成，每

一场应对都是各职能领域甚至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检察机关将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纳入公益

诉讼范围，是落实党中央“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要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

代化水平的有益之举。[15]

第四，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公益诉讼

理论研究的智慧结晶。公益诉讼学理研究者所

主张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比立法上所确立的

公益诉讼案件领域要广泛得多。垄断行为和不

正当竞争行为是有害市场竞争的行为，对社会

公益造成损害，特别会侵害不特定消费者的利

益，亦可认为系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所以，

应当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竞争公益诉讼制度和

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16](P344-357)笔者认为，在政

府采购、知识产权滥用、格式条款、就业歧视、

劳动基准、集体合同、社会保障标准、证券市场

监管、税收、金融等领域都普遍存在公益违法

的情形，这些领域发生的案件很多可以纳入公

益诉讼的范围。[16](P304 -413)抽象行政行为具有针

对不特定人或者事反复适用、不断发生法律效

力等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它更可能侵害公益。

可见，无论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自身要

求还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客观需要，都

应当要突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受案范围仅

仅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尽快将抽象行

政行为（至少是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纳

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17]此外，比如政府信息

公开诉讼案件，是典型的公益诉讼案件，但是，

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信息公开作为政

府与人民沟通的基础，对其进行制度上的规定

有利于政府行政的透明化，从而为法治政府的

建设做出必要准备。

三、拓展我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的方法

公益诉讼具有较强的政策性，既要适度扩

大现有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又要反对无限扩大

受案范围的观点和做法，以免司法权被滥用。确

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要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照

搬照抄国外的经验。既要依据宪法的规定，正

确处理好各国家机关的关系，特别是行政机关

与司法机关的关系，又要符合诉讼法的规定，

合理划分检察公诉权的边界，防止对私人诉权

的干涉。既要考虑行政执法能力和社会公众对

公益的诉求程度，又要客观考虑社会组织和检

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条件和能力。

第一，正确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维护公益是行政权行使的天职，司法权的启动

只是发挥维权和救济的补充性功能，所以，司

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只能保持在合理的限度。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宽窄，实际上体现了司法

权所能够触及的深度和广度，公益诉讼制度设

立目的是当行政权力失灵并危及和损害公共

利益的时候，为了切实兜底公共利益而设立的

司法程序。所以，司法权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

主动干预行政权力的行使，只有在行政权力失

调的情况下司法权才能得以启动。严格意义说

来，在行政权不触及的领域，当然一般也就没

有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空间。如果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过大，势必会影响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

理目标，加大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甚至会

形成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当干涉，因此，出于

对行政权效率价值的保护和尊重，我们要防止

司法机关滥诉和职权上的越俎代庖。再者，我

国公益诉讼起步较晚，仍处于不断探索阶段，

制度上还很不成熟，为了确保司法的公正性和

准确性，要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不宜过大。当然，我们不能故步自封，

过于死板狭窄地规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时代

是发展变化的，公众对公共利益的诉求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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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所以必须采取开放的态度 对 待 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的制度设计。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涉

及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虽然总的趋势是司法

审查范围的不断扩大，但是，有些行政行为的

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比

如，国防和外交行为，为了避免给国家利益造

成 无可挽回的损失，需要 保密而排除司法程

序的适用；紧急状 态处置行为与突发事件应

对行为，需要快速处理，不得贻误时机，不需

要进入司法程序；处理社会动乱的决策行为，

其中涉及很 强的政 策 裁 量，司法无法评 判和

衡量。[1]这就决定了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具有一

些排除事项。

第二，科学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目的为全

部法律的创造者。”[18]公益诉讼的产生也是如

此。虽然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个典型的实体问

题，但是，也是确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先决

问题。[19-20]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与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关系密不可分，公共利益的外延变宽，

那么，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必然扩大，反之亦

然。对“公共利益”的任意解释，必然导致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的不确定性，这既不符合司法规

律，也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我国行政诉讼法对

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严格而言是案件领

域），采取了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模式，明确列明

了四个领域，并对“等领域”作出肯定性概括。

但是，迄今为止，各级法院并没有就除上述列

明的四个领域之外的其他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立案，“等领域”肯定性概括条款，实际上是个

虚置条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公益诉讼

案件范围是以公共利益的界定为前提。公共利

益的不确定性势必造成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模

糊性，究竟哪些利益可被认定为公益，理论与实

践都存在很大差异。虽然理论上对公共利益的

界定千差万别，但是权威的界定方式主要有两

种：第一是立法安排，也就是，在法律条文中明

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第二是司法安排，也就

是，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立法安排权威性较强、

耗时较短、法律位阶较高，符合我国成文法的

传统，更能保证法制的统一，避免不同司法机

关因为裁量尺度不同而造成公益范围的明显差

异。[21]司法安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结合个

案由司法人员灵活把握，但是由于我国司法人

员素质参差不齐，造成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界定

公益的能力。所以，对于司法安排方式，应当限

制在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做出司

法解释和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形式，结合特定的

疑难案件来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确定是否属

于公益诉讼案件。

第三，采用正确的立法模式。确立案件范围

必须坚持一定的立法模式。纵观世界主要国家

的立法模式，笔者归纳出概括式、列举式和混合

式三种立法模式，不同的立法模式体现出不同的

立法意图和立法者不同的逻辑思路。确立案件范

围的原因在于存在允许起诉与不允许起诉的纠

纷类型，为了在他们之间形成一条分界线，就需

要一定的确定案件范围的立法模式。概括式模

糊开放，司法者不容易把握。列举式便于司法者

把握，但是缺乏灵活性。从逻辑学上理解，肯定

与否定的混合并用模式不符合排中律的基本要

求。如果我们把公益纠纷的母集合设为C，把允

许起诉的公益纠纷的子集合设为A，把不允许起

诉的公益纠纷的子集合设为B，那么，当且仅当C

为有限集合，A与B完全周延，则A+B=C。但是，

按照这种假设逻辑来确定确定案件范围是不现

实的。因为母集合C实际上是个无限集合，这就

决定了A和B两个子集合中必然至少有一个也是

无限集合，否则的结果只能是A+B≠C，这必然造

成可诉与否模糊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常常不可避

免产生两个疑问：没有被规定在可诉范围内的行

为是否都属于不可诉的行为和没有被规定在不

可诉范围内的行为是否都属于可诉的行为。这两

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人员。公益内涵的模糊性

决定了无法用肯定列举的方式对可诉范围做出

规定，只能对不可诉范围用肯定列举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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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所以，在诉讼制度上，应当采取概括肯定

加列举否定的立法模式，即先用概括的方式对

案件范围作原则性规定，接下来，明确以否定方

式列举不属于案件范围的事项，否定列举必须

尽量穷尽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不得保留“等”

之类的兜底表述。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拓

展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也消弭了因分别列举应

受理的案件与不应受理的事项之后未形成紧密

对接而产生的空白地带。一般说来，以下行为不

宜由法院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审查，应当予

以排除：（１）以国家名义、凭借国家权力实施

的政治行为或者国家行为；（２）制定和实施法

律、法规（不包括规章及以下规范性文件）的行

政立法行为；（３）行政机关制定和实施的内部

管理行为；（４）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依法

实施的在刑事案件中的侦查行为；（５）普通民

事主体实施的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

为。对于这些不予受理的事项必须封闭在一个

合理的范围内。如果今后出现了新的应当作为

不予受理的事项时，可以在制定和修改相关法

律的时候予以明确规定。

第四，拓展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公益违法

是很典型的公地悲剧现象，公益诉讼缺乏正向

激励机制，是否提起公益诉讼存在很大的搭便

车现象，这就造成公益违法现象很多而公益诉

讼案件很少的怪现象。所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线索是将拓展的公益诉讼案件落到实处的重

要前提。我国的吹哨人制度没有系统地建立起

来，特别是2012年确立公益诉讼制度但又排除

公民个人的公益诉权以来，民众对公益诉讼多

表现为漠不关心的态度。根据2017年专门修改

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

益诉讼案件的现有线索来源限定于检察机关在

履行职责中发现的公共利益案件。“检察机关

履行职责”的表述，就明确排除了其他主体自

行收集线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对检察机关

履行职责做扩大解释，而且不能断章取义和一

叶障目地去理解法条，必须要结合其他法律系

统去理解。其实，人大、政协、党委、政府等机

关移送给检察机关的案件，以及公民、法人、

其他组织控告申诉中发现并移送给检察机关

的线索，也应当是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应有范

畴。[19-2 0]值得一提的是，应当确立和完善“吹

哨人”制度，通过立法赋予组织内部人员向组织

外部披露组织中有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行为甚至非法行为的权力。[22]其实，我国宪法中

存在与“吹哨人”制度内核一致的规定，主要是

言论自由与公民批评建议权的规定。在其他社

会属性较强的法律制度当中，也多有关于检举

控告揭发相关制度（简称公益告发制度）的规

定，这些内容与“吹哨人”制度不谋而合，只是

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措施而已。所以，激活公益告

发制度可为公益诉讼提供更多线索。

第五，确立公益诉讼案例指导制度。实际

上，立法机关并不享有公共利益的“最后决定

权”，司法行为尤其是审判行为，可以在个案中

促使公共利益内容的进一步明确，此即所谓的

“由司法决定公益。”这也就是以“法官的智

慧”来配合“立法者之智慧”。[23]其前提是，法

官有很强的专业素质之外，还要有很强的政策

考量能力。我国现有的地方法官一般不具备这

样的素质和能力，但是他们需要日常办理案件；

而最高法院的法官一般具 有这样的素质和能

力，但是他们却不办理一般的案件。为解决这个

司法实践脱节的问题，确立公益诉讼案例指导

制度来合理界定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有其特殊

的价值和优势，例如，既尊重了文义解释方法，

也鼓励和规范了法官的创造性等等。待决案件

的法官如果对案件定性难于把握，就可以参照

相应的公益类指导性案例做出判断，从而缓和

司法实践与现有狭窄规定之间难以调和的矛

盾。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是从既判案件中推荐

和遴选出来的、具有创造性的公益诉讼案件，它

们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支持和

鼓励，这本身就是对法官审判案件创造性的充

分肯定。截至201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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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的指导性案例共有10

例。①指导性案例对于积极引导司法实务，及时

调整各项缺漏，弥补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确

保司法统一，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维护司法公

正，具有重要作用。对公益诉讼而言，案例指导

制度尤其重要，不仅因为公益诉讼属于新型诉

讼，基层法院没有积累太多的司法经验，更是因

为公共利益概念本身的含糊和理解上的巨大分

歧，导致法官在审理公益诉讼案件的时候无所

适从，所以需要强化公益诉讼指导性案例的引

导作用，以指导性案例详明阐释法律规定的案

件范围，以便于统一公益案件的适用标准，确保

司法尺度的统一。2019年12月黑龙江省人民检

察院召开了主题为“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推进公

益诉讼工作实现新跨越”的新闻发布会，并发布

了10个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

对进一步深化公益诉讼实践探索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但是，对于“公共利益”能否进行司法救

济的这一重大问题的取舍标准与条件，如果立

法上不予明确而完全交由司法机关自行决定，

不仅不符合公益诉讼案件受理条件、标准应当

公开，明确的客观要求，而且由于我国各级法官

素质参差不齐和认识上的不尽相同，容易出现

同案的不同受理态度和不同判决结果的差异，

这将损害法律的严肃性与统一性。[24]

四、结论

60年前在美国兴起的公益诉讼，最初主要

适用于环境保护和公共资金保护领域，后来

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并逐渐扩展到世界其他

国家和地区。从我国现有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

看，对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范围与领域依然过

于狭窄，导致很多公共利益违法行为游离于司

法之外。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如果法律没

有明确规定诉权的话，司法机关一般是不能做

扩大解释，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立法者基

于公益诉讼实践经验和司法能力的不足，或者

基于其他更深原因的考虑，不敢大规模拓展公

益诉讼的案件范围。其实，单纯依靠修改哪一

部程序法或者实体法都是无法一蹴而就解决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问题的。我国的公益诉讼立

法从民事诉 讼法的修改开始并首先确立民事

公益诉讼制度，进而修改行政诉讼法再确立行

政公益诉讼制度，这种立法路径的选择其实是

迂回的选择。其实，在民事领域，几乎不存在

直接的公益诉讼案件，而且过于强调民事公益

诉讼制度，特别是过于强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

的做法，必然会造成对私权的过度干涉，也容

易导致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和民事代表人诉讼制

度的混同。政府负有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

的基本职责，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公益的第一责

任主体。所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才是对人民

正确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有效保护公益的最

为有力的、最后的司法保障。立法的重点应当

是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规范和约束公益

行政行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是公益诉讼

理论研究的智慧结晶，有利于解决实践中公益

受到严重侵害的问题，有利于有效监督行政权

的合理行使，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

体系现代化水平。正确处理好行政权与司法权

的关系、科学合理界定公共利益、采用正确的公

益案件立法模式、拓展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和确

立公益诉讼案例指导制度，是拓展我国公益诉

讼案件范围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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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and Methods for Expanding the Cas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  Yunqiu

Abstract: Identifying and defining the cas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fil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for courts to accept such cases. 
It is also the core to desig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nvolving many aspects of procedural law and 
substantive law. However, no matter in terms of the legislation or the judicial practice, the cas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still too narrow, which seriously fetters the function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the case scope, analyze the reasons, 
and discuss the methods for expanding it. By comparing different legislative models, it is found that the  
mode of positive list plus “etc” is unreasonable. Thus, the mode of generalization plus negative list should be 
adopted, which provides general provisions on the case scope by generalization and list the specific matters 
that will not be accepted by the court. The specific matters not to be accepted by the court shall not be 
interpreted arbitrarily in the form of “etc”. As long as cases are not specifically listed as unaccepted, they are 
naturally within the acceptable case scope.   

Keywords: public interest;  national  interes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as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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